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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提倡文章复古，对“近体”有十分自觉的

排斥。《旧唐书》韩愈本传称其为文“务反近体，

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1］。其中“务反近体”

一语，清晰地揭示了韩愈排斥“近体”的激进而极

端的态度，很值得关注。后世论者，特别是清中期

以后主张骈散融合的理论家，提出不要忽视韩愈对

骈文艺术的吸收，例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

提出：“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2］这种

看法虽有避免片面性之用心，但弱化了对韩愈“务

反近体”之激进色彩的强调。文学上的集成，其实

现途径千差万别，集古今诗人大成的杜甫，主观上

追求“不薄今人爱古人”［3］，自觉以兼综并包的态

度融汇古今艺术。韩愈之集成，则与此颇为不同。

他排斥“近体”十分鲜明而自觉，在古今之间，没

有调和折衷之论。其文章写作，或打破骈散语体传

统而避骈就散，或立足散体改造骈体，其“集八代

之成”，是在排斥近体的激进追求下所实现的骈散

艺术的对抗性融合，这与自觉兼取古今之长的兼综

性艺术融合，有很大不同。当代学界多从批判继承

的辩证视角观察韩愈对待骈文的态度，一些讨论也

存在对韩愈复古之激进色彩认识不够充分的问题。

韩愈在复古理想下追求激进的语言革新和文化

革新。他的文章复古，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其他唐

代复古作者难以避免的调和古今的中和趣味，淡化

了先秦汉唐儒家复古思想对历史继承性的关注。如

此激进的复古追求，在韩愈之前的中国文学史和文

化史上十分罕见，对后世的文学文化变革产生了重

要影响，其独特的内涵值得做深入分析。

一 在一切文体中避骈就散：
极端化的语体选择

韩愈对“近体”的排斥，在其对各类文体的语

体选择上有相当鲜明的体现。他将避骈就散的追

求，尽可能推至一切文体，这种极端化的追求，在

唐代作家中十分罕见。初盛唐以来，礼仪性质浓厚

的启文、表文，以及碑志文，一直以骈俪为主。这

些文体在韩愈笔下，都转向散体为主。韩集共有 3

篇启文，皆是散体。韩集中有表文 19 篇，12 篇为

散体，即使是礼仪色彩浓厚的贺表，如《贺册尊号

表》［4］《贺太阳不亏表》［5］等，也出之以散体。

初盛唐以来，一些提倡文章复古的作者，虽

然创作了散体表文，但并未撼动骈体在表文创作

中的主导地位。初唐古文作者陈子昂有《为乔补

阙论突厥表》［6］《为人陈情表》［7］等散体表文，但

其文集中许多表文是出之以骈体，如《为陈御史

上奉和秋景观渡诗表》［8］《为丰国夫人庆皇太子诞

表》［9］《为赤县父老庆封禅表》［10］等。盛中唐之

际的著名复古作者萧颖士，其表文也多有鲜明的

骈俪之风，如《为扬州李长史贺立皇太子表》［11］

《为李北海作进芝草表》［12］《为扬州李长史作千秋

节进毛龟表》［13］《为从叔鸿胪少卿论旱请掩骼埋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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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15］《为李中丞

贺赦表》［16］等。中唐古文作者元结和独孤及，其

表文较多使用散体，如元结《谢上表》［17］、独孤

及《谏表》［18］等，但这种以散体写表文的做法并

未被广泛继承。

韩愈同时代作者的表文，骈俪之风颇为盛行，

例如柳宗元的表文，多为工丽的骈文，其《柳州

谢上表》除开篇略有散语，主体部分极为骈俪典

雅：“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已洽于区中，忧济之

勤，心每遍于天下。常以万邦共理，必借于循良；

一物不遗，尚延于愚藐。”［19］又如白居易，其文

章多吸收散体，但表文基本都出之以工整的骈体，

例如《苏州刺史谢上表》：“必拟夕惕夙兴，焦心苦

节。唯诏条是守，唯人瘼是求，谕陛下忧勤之心，

布陛下慈和之泽。”［20］柳宗元和白居易是贞元、

元和时期的代表作家，两人都是骈散兼行，但在

表文的创作上则皆尚骈俪，这反映出骈俪文风在

中唐表文写作中的显著影响。在这样的时代风气

中，韩愈的表文仍上继元结、独孤及等古文前辈

的做法，大量运用散体，这无疑是其“务反近体”

的突出体现。

唐人碑志写作，骈俪的影响一直颇为显著。陈

子昂的碑文虽不乏散体，但他也有《临邛县令封君

遗爱碑》［21］《汉州洛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22］等

骈俪之作；中唐古文作者李华，在主要创作散体碑

志的同时，也创作了《台州乾元国清寺碑》［23］《庆

王府司马徐府君碑》［24］等骈俪色彩浓厚的作品。

元结和独孤及的碑志之作，基本出之以散体，但他

们这种回避骈俪的创作取向，在韩愈同时代的作者

中少有继承。柳宗元文集中有碑志作品 69 篇，其

中至少有 7 篇为骈体。白居易的碑志，也不乏骈俪

之作。韩愈碑志彻底摆脱骈体影响，韩集中现存碑

志 76 篇，基本都是散体。

韩愈对待“序”这一文体的态度，也很可以看

出他对于“近体”的执着排斥。陈子昂有许多骈俪

典雅的赠序，例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秉不

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和。群公

爱祢衡之俊，留在京师；天子以桓谭之非，谪居外

郡。”［25］中唐独孤及的赠序也有浓厚的骈俪之风，

如《华山黄神谷醼（临汝）裴明府序》：“楚歌徐

动，沂咏亦发，清商激於琴韵，白云起於笔锋。是

日也，高兴尽而世绪遣，幽情形而神机王。颓然觉

形骸六藏，悉为外物，天地万有，无非秋毫。”［26］

独孤及在表文和碑志的创作中，以散体为本，序文

却有如此的骈俪之笔。韩愈序文则全无骈俪笔墨，

与其古文前辈颇为不同。

可见，韩愈避骈就散的选择十分鲜明而自觉。

当然，他在一生的创作中，并非一篇骈体不做，其

传世作品中也有十余篇骈文，但这在其传世 300 余

篇作品中占比极小。韩愈对近体的排斥不仅超过了

他同时代的其他作者，就是与其古文前辈相比，也

表现得更为执着。

二 以散变骈：骈散对抗性融合的
  语言革新

韩愈的“务反近体”，不仅体现为文体的语体

选择上避骈就散，更体现为语言表现上的以散变

骈。韩愈没有简单回避骈体语言，而是以散体为本

改造骈体、实现骈散的对抗性融合。

这种对抗性融合的突出表现，在于韩愈对于对

偶、用典、造语这三种骈散文共有的艺术要素，依

据散体的特点做了充分的发挥。无论是骈文还是散

文，两者都包含对偶、用典、造语等表现要素，但

这些要素在骈散文中的具体呈现有着极为不同的面

貌。韩文中的对偶、用典、造语，都有鲜明的散

体风格。散体对偶、散体用典和散体造语方式的普

遍运用，使韩愈古文呈现出以散变骈的独特语言面

貌，实现了语言的巨大创新。

对偶虽然是骈文的核心艺术要素，却并不为骈

文所独有，散体文也并不排斥对偶的运用。韩愈为

文以“三代两汉”为法，尤其对西汉之文，多所措

意，而西汉之文，在跌宕起伏的行文中，就包含大

量对偶内容。例如韩愈视为典范的扬雄，其文章即

多含对偶，《剧秦美新》云：“是以发秘府，览书林，

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胤殷周之失

业，绍唐虞之绝风。”［27］这些对偶，与六朝以后所

形成的追求典丽精工的骈文中的对偶在艺术特点上

有很大不同，本文将之称为“散体对偶”。韩愈文

章所运用的对偶，鲜明地呈现出散体对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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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求语言的精巧典丽，更注重排宕的气势。

骈文的对偶，其语言形态极为丰富，唐初上

官仪创立所谓“六对”“八对”之说，《文镜秘府

论·东卷》记载有 29 种对，包括正名对、同类对、

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含镜对、背

体对、偏对、双虚实对、假对等许多复杂的对偶形

式［28］。由此反观韩愈古文中的对偶，就会发现后

者在语言特色的丰富性上明显削弱，其中大量运用

的是比较直白的正名对、同类对，例如：

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答张籍

书》）［29］

是故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愈困。（《答

窦秀才书》）［30］

沈潜乎训义，反覆乎句读，砻磨乎事业，

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巽侍郎书》）［31］

在骈文中很能体现语言艺术的双声对、叠韵对、连

珠对、回文对、流水对等，在韩文中都极为罕见。

即使是用正名对和同类对的标准来看，韩文的不少

对偶不避重复，着力追求语气的奔放纵逸，极少于

细部加以推敲，语言直白平实已近于粗放，例如：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

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师说》）［32］

余言之而德者谁欤？余唱之而和者谁欤？

《与孟东野书》［33］

皆好其闻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

者。（《上张建封仆射书》）［34］

这些对偶，以气势为尚，语言直白平实，呈现出鲜

明的散体风格。

韩愈对于最具骈体特色的偶句对、长偶对，也

极少使用。骈文中的偶句对，又名“双句对”“隔

句对”“偶对”，即第一句与第三句对，第二句与

第四句对，例如：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

是他乡之客。（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

序》）［35］

所谓“长偶对”，是指两句以上相对者，例如：

圣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虽

甚，而归于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

之谴子孙，鞭挞虽严，而不忍致之死。（苏轼

《乞常州居住表》）［36］

这两类对偶，对于奠定骈文的句式特征起了重

要作用，也因此成为骈文体貌的重要体现。以散体

为本的韩文，对这两类对偶的运用极为有限，其中

长偶对在韩文中几乎没有任何运用，而偶句对仅有

少量的应用，例如：

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

之鸣。（《送孟东野序》）［37］

与其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乐于

身，孰若无忧于其心。（《送李愿归盘谷序》）［38］

韩文这些偶句对，由于语言平直、复沓，表达

效果更多地转换成散体富于气势的排比句，类似这

样的排比式偶句对，还有如下一些例子：

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

乎杨雄，亦未久也。（《重答张籍书》）［39］

孰能长育天下之人才，将非吾君与吾相

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将非吾君与吾相

乎？（《上宰相书》）［40］

最能体现骈体句式之美的偶句对，韩文不仅运

用得少，而且有着骈体罕见的排比复沓风格，这也

是韩愈开拓散体对偶的重要体现。

韩文最常见的对偶运用方式，是将对偶融汇在

参差错落的散体句式中，千变万化，其变化转换之

多样，令人目不暇接，例如：

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

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

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答

李翊书》）［41］

这一段包含三组对偶，每一组的字数与结构都不相

同，将对偶之端严，融会在散体抑扬起伏的开阖变

化之中，文势极为奇妙，又如：

故其文章言语与事相侔。惮赫若雷霆，浩

汗若河汉；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丰而

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

（《至邓州北寄上襄阳于頔相公书》）［42］

这一段则包含四组对偶，虽对偶结构灵动变化，而

整体文气则一脉贯通，如河汉奔涌，又如：

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

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

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

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答尉迟生书》）［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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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文还有许多似对非对的不严格对偶，有的

是在极工整的结构中出现一两处率意之笔，例如：

“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进学解》）［44］，

其中“促促”与“盗窃”非对仗；“焚膏油以继晷，

恒矻矻以穷年”（《进学解》）［45］，其中“膏油”与

“矻矻”非对仗；“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

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

倒”（《进学解》）［46］，其中“寻坠绪”两句，似对

而非对；“浚其源，导其所归；溉其根，将食其实”

（《重答张籍书》）［47］，类似偶句对而又有变化。韩

文中这种似对非对的不严格对偶，极为常见，许多

更是在对偶结构中，驰骋笔墨，似于束缚中突然纵

逸奔涌，例如：

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

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

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

死而益固，得其所者争笑之。（《上宰相书》）［48］

至 于 有 些 笔 墨， 只 留 有 对 偶 模 糊 的 轮 廓，

例如：

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

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

正，辨时俗之所惑。（《上宰相书》）［49］

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孤穷，其大得盖

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答崔立之书》）［50］

可见，韩文着力开拓散体对偶，呈现出与骈文

对偶极其不同的面貌。

用典也是骈散文共同具有的艺术要素，在用典

的特色上，韩文也与骈文颇为异趣。骈文用典繁

密，主要包括“用古事”与“用成辞”两类。刘永

济《文心雕龙校释·事类篇》云：“文家用典，亦

修辞之一法。用典之要，不出以少字明多意，其大

别有二：一用古事，二用成辞。用古事者，援古事

以证今情也；用成辞者，引彼语以明此义也。”［51］

关于“用古事”，韩文虽有这类用典，但在行

文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例如《重答李翊书》：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

于我者，非也。人之来者虽其心异于生，其于

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

善。宁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进而不进也？

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恭，虽孔子不得行于互

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

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虽然，生之志，求

知于我邪？求益于我邪？其思广圣人之道邪？

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于知而

求待之殊也？贤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

自立，而无患乎人不已知。未尝闻有响大而声

微者也，况愈之于生恳恳邪？属有腹疾。无

聊，不果自书。愈白。［52］

这封信全文只运用了孔子互乡这一古事，运用频率

很低，这种罕用事典的笔法在韩文中十分普遍，与

骈文用典的繁密形成明显差异。骈文往往在一句之

中融会数个典故，如柳宗元《礼部为百官上尊号第

一表》：“伏惟皇帝陛下协周文之孝德，齐大禹之约

身，弘帝尧之法天，过殷汤之解网。”［53］这一句是

很典型的骈文笔法，与韩文大异其趣。 

“用成辞”这种用典方式，刘永济将之概括为

四项：“一曰全句，二曰檃括，三曰引证，四曰借

字。”［54］意即对前人成语，或全用其语，或略易数

字，或仅摘字面。韩愈对于此种方式有所采用，但

更令人瞩目的是他善于脱离成语依傍创造新语。其

行文用语，多自出手眼，略无化用成辞之迹，如著

名的《潮州刺史谢上表》就有许多新创语汇：

自天宝之后，治政少懈，文致未优，武尅

不刚。孽臣奸隶，蠹居棋处，摇毒自防，外顺

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

地，不贡不朝，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

下。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听断，旋乾转坤，关

机阖开，雷厉风飞，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

不宁顺，大宇之下，生息理极。［55］

这一段语言奇崛的文字，很多是出于韩愈独特组合

创造的“新语”，如“奸隶”“天戈”“宁顺”“蠹

居棋处”“摇毒自防”“以祖以孙”“魂神飞去”

等，至于“雷厉风飞”“生息理极”，虽沿用“雷

厉”“生息”等语，但“雷厉”与“风飞”之组合，

“生息”与“理极”之搭配，也十分新警。这样的

造语风格，和骈文颇为不同。

韩文善于创造新词，而其所创新词，大量地表

现为复杂动词结构所构造的四字语，与骈文中四字

句的结构多有不同，例如：

捩手覆羹，转喉触讳。……磨肌戛骨，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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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雠冤。……饥我寒我，

兴讹造讪。……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

脚，失笑相顾。（《送穷文》）［56］

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沈浸浓郁，含

英咀华……登明选公，杂进巧拙……吐辞为

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进学

解》）［57］

这些具有复杂动词结构的四字句，和骈文的句

法多有不同，骈文常见的四六句，每一句中动词往

往只出现一次，例如庾信《哀江南赋序》：

中兴道销，穷于甲戌。……天道周星，物

极不反。……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

辞赋，先陈世德。……《燕歌》远别，悲不自

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

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

桥羁旅。［58］

文中四字句对动词的运用，一句中往往只有一个动

词，与韩文四字句对动词的频密运用，多有不同。

总的来看，韩愈并不回避骈体与散体共有的对

偶、用典等艺术要素；相反，他对这些要素极为关

注，并以创造性的努力，在这些要素中形成与骈文

颇为不同的表达特色。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立足散

体并以散体的艺术特点为旨归，对骈体艺术进行了

深刻的改造［59］。他对“八代艺术”的集成，也是

通过这种对抗性融合的方式实现。

韩愈之前的唐代古文作者，其排斥近体之坚

决，以散体为本改造骈体之深入，都远远不及韩

愈。韩愈积极开拓对偶、用典的散体表达，而其

他复古作者则在对偶运用上，或克制收敛、少所运

用，或袭用骈体偶对、典雅精工。前一种倾向以元

结最为突出，例如其《茅阁记》全文只运用了一处

对偶；至于后一种倾向，则表现为前文所述陈子

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在一些文体的创

作上，径出之以骈体。无论是简单回避对偶，还是

直接袭用骈体对偶，这两种创作取向都难以形成骈

散艺术的深入交锋，韩愈的古文前辈未能表现出以

散变骈的深刻艺术改造力，与此不无关系。

柳宗元作为韩愈提倡古文的同道，其对偶艺术

的运用也存在类似问题。他十分擅长骈文创作，其

骈体表启碑志，极为典丽精工；他的散体创作，对

对偶的运用远较韩愈克制，一些在贬谪中创作的散

体书信如《与杨京兆凭书》等，全篇极少运用对

偶，似乎是在自觉回避偶对笔法。柳文还有一些作

品大量运用排比，如《与友人论文书》：“嗟乎！道

之显晦，幸不幸系焉；谈之辩讷，升降系焉；鉴之

颇正，好恶系焉；交之广狭，屈伸系焉。则彼卓然

自得以奋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60］韩

愈虽然也有排比式对偶，但更有连缀对偶的复杂变

化，柳宗元在这一方面则变化甚少。总的来看，柳

宗元在骈散对抗性融合方面，未如韩愈深入。

韩愈对骈散艺术的对抗性融合，立足散体，围

绕对偶、用典等艺术要素改造骈体，是他实现古文

以复古为创新的关键途径。罗联添指出：“韩愈要

求文体复古，用散文；内容复古，载儒道；气格复

古，具浑厚的精神风格，但不是文辞复古，文辞要

创新。”［61］正是骈散的对抗性融合，使韩愈的古文

在复古的追求中，创造新文辞，极大地开拓了文章

写作的新格局，显示了韩愈本人所具有的独创精神

和巨大的艺术才华。

三 韩愈对唐代复古作者中和艺术趣味的
  排斥及其现实批判性

韩愈激进而极端化的复古追求，表现出对中和

艺术趣味的明显排斥。

具有集大成艺术成就的大诗人杜甫，其面对

古今艺术，《戏为六绝句》提出“不薄今人爱古

人”［62］，表达了对古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追

求。韩愈则反复强调古今的对立，《答李翊书》认

为“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63］。他

自述学习古文的经历，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

观”［64］，而学习的过程，则是一个不断摆脱“今”

之干扰、取法古人的艰苦历程。韩愈之所以有如此

极端化的态度，与其文章复古的文道思考有着密切

联系。在他看来，古圣人之道，包含在古文之中，

他之所以“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是因为追求

在思想上“非圣人之志不敢存”［65］。“近体”之文

产生于圣人之道衰落的时代，因此需要明确地加以

排斥。

唐代其他复古作者，其思考都或多或少地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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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务反近体”看韩愈文章复古的激进追求

折衷古今的中和艺术趣味，一个突出的体现就是他

们都深受儒家文质论的影响，而文质论的核心即是

文质彬彬的中和理想。例如，陈子昂大力提倡汉魏

风骨和建安诗歌，其友人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

集序》称赞他“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

质文一变”［66］。柳冕在《答荆南裴尚书书》谈论

复古之志，期望于文弊之时，以质救文，归于文质

彬彬之中道。独孤及在《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功郎

中萧府君文章集录序》中高度评价萧颖士文章复

古的成就，其着眼点即在于萧颖士扭转了汉代以

来“文质交丧”的局面，使之归于“中道”：“尝谓

扬、马言大而迂，屈、宋词侈而怨，沿其流者，或

文质交丧、雅郑相夺，盍为之中道乎？故夫子之文

章，深其致，婉其旨，直而不野，丽而不艳。”［67］

李华创作《质文论》更以文质相救的理念主张提倡

简易，挽救时弊：“天地之道易简，易则易知，简

则易从。先王质文相变，以济天下。易知易从，莫

尚乎质，质弊则佐之以文，文弊则复之以质。不待

其极而变之。”［68］这些思考无不带有浓厚的中和趋

尚。柳宗元在《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中论历代

文章之优劣：“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

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

衰矣。”［69］他认为汉代的文章以其文质兼备而代表

了文章完美的中道。 

韩愈相当彻底地疏离了这种中和的艺术趣味，

站在艺术中道的立场来看，其“务反近体”不无偏

执；但韩愈正是在骈散对抗性融合的“偏执”中，

打开了艺术的新天地。

后世论者，特别是清中期以来主张骈散融合的

文论家，往往未能充分揭示韩文骈散对抗性融合的

独特理路。王芑孙笼统称赞韩文能吸取骈文精华，

“融其液而遗其滓”［70］；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

文书》称韩愈对八代艺术：“取其精而汰其粗，化

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

也。”［71］这些意见与刘熙载以“集八代之成”称赞

韩文，是一致的。有的则直以古文与骈俪相参的调

和之道来认识韩文的艺术，如朱一新《无邪堂答

问》云：“古文参以排偶，其气乃厚，马、班、韩、

柳皆如此。”［72］这些意见都淡化了韩愈文章复古的

极端化追求和古今对抗色彩。20 世纪以来，学界

对韩愈复古多从批判继承的辩证角度看待，认为其

能对骈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袁行霈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指出韩、柳一致反对骈文末流，又

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73］。孙昌武深入讨论了韩愈

如何消化、改造骈文的语言技巧［74］。这些讨论都

很有意义，但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还需对韩愈文

章复古的激进极端化色彩给予足够关注。事实上，

批判继承理论是以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

定规律为核心。辩证法所说的矛盾有对抗性矛盾和

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要以激进激烈的方式

来解决；而非对抗性矛盾，则以渐进调和的方式来

化解。韩愈是将骈散矛盾视为对抗性的矛盾，其对

骈文的批判继承，不是对骈散的兼综调和，而是在

骈散激烈对抗中实现隐性融合。运用批判继承理论

来分析韩愈的复古观，倘若不能充分关注韩愈的激

进态度，关注其对骈散矛盾的对抗性认识，就容易

变成骈散融合的肤泛解读。 

韩愈激进的文章复古追求，带有强烈的现实批

判色彩，其锋芒直指当时最为流行的科场文字和翰

苑文风。韩愈虽然也是科举进身，但对骈俪的科场

文字极其反感，他在《答崔立之书》中说：“退因

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

宁者数月。”［75］对翰林学士的翰苑文风，他也表现

出了明显疏离。翰林学士为朝廷文士最显赫者，其

创作朝廷公文普遍采用骈俪笔法。韩愈在宪宗朝始

终未入翰林。他于元和九年（814）冬担任考功郎

中知制诰，此年十一月，令狐楚自职方员外郎知制

诰入翰林院为学士；元和十年（815）八月，段文

昌自祠部员外郎充翰林学士［76］。令狐楚与段文昌

皆极擅骈俪章奏，二人入为翰林学士，亦可见翰苑

文风的倾向。

韩愈排斥科场和翰苑文风，如此抗俗自立，无

疑会招致巨大的现实压力，但他在元和时期却文

名日隆，《旧唐书》本传云：“后学之士，取为师

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

焉。”［77］韩文在当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有其独特

的历史机缘，其卓越的文名是靠同道、亲友、学生

的支持逐步获得的。韩愈元和初期担任国子博士，

其提倡古文就对年轻学子产生影响。他由郎官知制

诰，与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武元衡等人的提拔，



56

2022 年第 1 期

有密切关系。赖瑞和对唐代词臣升迁有详细的梳

理，指出以郎官知制诰，和宰相的关系十分密切，

荐任是由宰相主导，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78］。

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和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

武元衡等对他的提拔有直接关系。翰林学士院属内

廷，翰林学士被视为皇帝之私人，与皇帝的关系十

分密切。宪宗熟知韩愈的文才，曾亲命其为田弘正

之父撰写先庙碑，即《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

碑铭》；还把撰写《平淮西碑》的任务交给他。这

样的任务本应由翰林学士来完成，但宪宗委任给韩

愈，这是特殊的信任，韩愈受命亦颇为激动。

宪宗如此欣赏韩愈的文才，何以韩愈未能入

翰林院？这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宪宗虽欣赏韩

愈，但这种欣赏是以对李吉甫、裴度这些主张削藩

的强硬派朝臣的信任和支持为前提，是通过给予韩

愈的文才以殊荣而表达对这些宰辅重臣的信任。韩

愈的文风不符合翰苑要求，只可以令其在特殊场合

发挥，并不适合召入翰林。但是，宪宗对韩愈的欣

赏，还是会在极大程度上提升韩愈的文名。元和时

期特殊的时代环境，为韩愈激进而富于批判性的文

章复古追求，提供了特殊的实现机缘。

四 韩愈激进复古之路的思想创新
  与历史影响

韩愈文章复古的激进追求，体现了强烈的创新

性；在韩愈之后，产生了深远影响。

复古思想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由来已久，

但韩愈之前的复古思想，普遍缺少激进和极端化的

色彩。先秦汉唐儒学主张复古，但像韩愈这样将古

今的对立强调到如此尖锐难以调和的程度，并不多

见。在追慕三代的同时，儒家普遍希望通过因革损

益、随时而变的思考，建立古今之间的联系。孔子

主张“吾从周”［79］，但同时也主张古今之间因革

损益的内在联系。《论语》云：“子张问：‘十世可知

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

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

可知也。’”［80］汉代董仲舒提出“奉天法古”，但

并不主张以激烈革命的方式复古，而是以三统说、

文质说、四法说来强调古今之间的历史继承性。

《春秋繁露》称：“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复者，

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

者，明此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

川、人伦。”［81］黄开国指出“其中二而复是指一文

一质的文质递变；三而复是指三统说的三统循环；

四而复是指四法说的主地法夏而王等的循环；五而

复是指五帝，九而复是指九皇，都是指三统的变化

而引起的五帝、九皇构成的变化，属于三统说的内

容”，“董仲舒由三统说等表现的历史观，是一种强

调历史继承性的发展观”［82］。

先秦汉唐文学有丰富的拟古创作，但是这些创

作往往只是作家的某种创作好尚，注重对前代创作

的摹拟，并未普遍形成一种古今激烈对抗的创作

取向。《文心雕龙》提倡“宗经”“征圣”，《征圣》

认为“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83］，在

《通变》中说：“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

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

质及讹，弥近弥淡。”［84］但是，刘勰同样推重新

变，肯定文学艺术的发展，《通变》云：“文律运周，

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85］《定势》称：

“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86］在古今之间，

刘勰肯定通变，并没有崇古斥今的极端态度。先秦

汉唐复古思想无论在思想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都

没有趋于过分的激进和极端化；前文提到唐代其他

复古作家，虽然提倡复古，但仍然有浓厚的中和趣

味。韩愈对待古今，与上述种种意见颇多不同，体

现了鲜明的思想创新。

韩愈文章复古的激进追求，在其身后，不断引

发深刻回响，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北宋的古文运动

正是在柳开取尚古文、排斥今文的极端化呼声中发

端，柳开《应责》云：“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

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87］南

宋诗论家严羽论诗以盛唐为法，《沧浪诗话·诗辨》

称：“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88］明代前后七

子的复古思想，也有相当极端的表达，李梦阳提

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文苑传》称其：

“卓然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非是者弗道。”［89］这种极端化的复古诉求，虽然受

到多方面的批评，但其影响始终绵延不绝。对激进

复古的强烈共鸣，成为宋代以后中国文学文化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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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务反近体”看韩愈文章复古的激进追求

的重要现象。

当然，这些宋元明清的作者，往往未能像韩愈

那样在激进极端化的复古追求下，实现古今艺术的

对抗性融合，有时不免落入机械摹拟古人的歧路，

这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艺术的对抗性融合需要极

高的艺术才华，而在古今作者里，韩愈的力大思雄

罕有其匹，后世的许多作者，在艺术才力上远远不

及只能望其项背。同时也要看到，需要融合的艺术

因素彼此差异越大，对抗性融合越有足够的创新空

间。骈体与散体，作为语言特点差异极大的两种语

体，其对抗性融合在韩愈笔下，就激发出面貌一新

的艺术创造。韩愈之后的不少复古论者，其所尚之

古与所斥之今，彼此在艺术形态上，其差异远未如

骈散这样巨大，例如严羽推崇的盛唐诗与其所贬低

的宋诗，李梦阳推重的秦汉文与其所排斥的唐宋古

文，两者在诗文基本语言形式上差异不大，彼此只

是艺术风格的不同。这在对抗中能够开创的新艺术

空间，就比较狭小。宋元明清虽然有不少人希望走

韩愈这条独特的复古之路，但往往难以创造出可与

其比肩的创新成就。

20 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在文化取向上

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与复古截然相反，但其

激进的文化革新和语言革新追求，与韩愈复古的激

进品格颇多相似。胡适、鲁迅等人提倡白话文、反

对文言文的语言革新追求，就有强烈的激进色彩。

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态度十分激烈，他在《建设的文

学革命论》中说：“（要）用白话文作各种文学。我

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文，无论

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

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

话来做。”［90］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鲁迅在《朝花

夕拾·二十四孝图》中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

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

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

谋害者，都应该灭亡！”［91］这种排斥文言文的激

烈态度，以及各种文学都要用白话文来作的追求，

与韩愈避骈就散、务反近体的激进气质颇多相似。

同时，文白之争如何创造新的语言艺术，是一个极

其艰巨的课题。胡适全面排斥文言文，而鲁迅则并

不彻底回避，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

说》等文章皆是精美的文言，《中国小说史略》《汉

文学史纲要》也出之以文言。鲁迅大量的白话文创

作，也呈现出以白话为本改造文言的追求。当然，

这样的探索相当艰巨，一些不成熟的做法就表现为

半文半白的艰涩之感。白话文与文言文作为两种差

异极大的“语体”，其彼此的对抗融合，与韩愈对

骈散的对抗性融合，也颇多接近。只是前者的复杂

性，更在骈散对抗融合之上，因此直到今天，文白

对抗融合的探索还在不断进行中。

总之，韩愈作为百代文宗，其巨大的影响不仅

仅在于创造了大量传诵千载的艺术作品，更在于其

文章复古的激进追求，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对文学

创新和文化变革的理解。在不断要面对中国文化创

新发展之时代课题的今天，对韩愈文章复古的独特

理路做深入观察和反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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